


population， which proves the necessity of the comprehensive perspective in the research of floating pop-

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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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化进程是边缘人群( 如女性和少数族裔) 不断享有公平的公民权的过程［1］。流动人口

作为边缘人群的重要组成部分，能够享有公平的公民权，是流动人口真正融入流入地社会的基础

与目标，是当前社会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社会目标得以实现的保障，更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

志。政治参与是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2 － 6］，但目前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仍未得到足够的关

注［7］。本文将初步描述和比较在相同制度环境下，流动人口内部不同群体政治参与水平的差异

及主要原因。

一、问题的提出

流动人口是指居住地不同于户籍登记地、跨越一定地理界限并在居住地居住一定时间长度

的人群。所有的流动人口，其户口登记地并不在流入地，因此他们面临相同的制度环境与制度隔

离。但流动人口内部在流出地、本身的人口学特征与社会经济背景等方面都存在着多元性与差

异性。以往的很多研究都忽视了流动人口 /移民的内部多样性［8］，更关注流入城市的“部分”流

动人口( 如白领阶层或农民工) ，并将他们与城市户籍人口进行对比( 以反映户籍制度的作用) ;

而对农村的政治参与研究则把研究对象仅限定在本地户籍人口，忽略了流入到农村的流动人口。

这种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引人思考，相同的制度环境是否对所有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都有影响?

各类流动人口在相同制度条件下是否表现出共性? 如果制度仅约束了某些人群，而对其他人群

没有限制作用，则户籍制度所体现的社会隔离仅仅是部分有效的。只有从整体性视角出发，比较

研究具有差异性的各类流动人口在政治参与上的共性，才能表明户籍制度隔离作用的普遍性。

这就是本文的第一个问题。

教育对政治参与的作用并未达成一致结论。有的研究表明教育对政治参与有显著的促进作

用［9 － 10］，有的认为教育的作用是负向的［11］，有的则否定了这种影响作用［1，7，12］，有的［13 － 14］则认

为教育对于政治参与的不同维度有着不同的影响作用。而郑磊、朱志勇［11］和陈钊等［1］的两项研

究利用同一数据，对教育使用不同的操作化定义，得到了截然不同的结果。那么，教育对政治参

与的作用到底如何? 这即为本文的第二个问题。

二、概念界定、文献回顾、评述及研究假设的提出

1． 概念界定

政治参与的定义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政治参与定义为参与投票和选举的行为，又称

制度性政治参与( 或公共参与［1］) 。广义的政治参与则包括了制度性政治参与和其他非制度性

政治参与，如议政、执政、参政以及日常的政治生活实践等［15 － 16］。实际研究中，政治参与的操作

化定义存在着较大差别。如胡荣［14］将政治参与定义为选举、利益表达和维权抗争这三个维度;

有些则直接将其定义为选举［11］，有些则将利益表达与维权抗争等都归为非制度化政治参

与［17 － 18］。本文仅考察狭义的制度性政治参与问题，将其操作化定义为投票行为，不涉及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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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政治参与。

2． 文献综述

政治参与是移民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2 － 6］，甚至被视为社会融合概念的最终维度与现实生

活的最终目标［19 － 22］。但现有研究多侧重关注城市移民群体的心理、身份、文化和经济等方面的

融合［4］; 尽管已有部分研究讨论了城市移民群体的民主性融合与政治参与问题［1，7，13，23 － 24］，且

政治学研究亦提出应“重视我国政治参与的不均衡研究，探讨社会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机制和

路径”［25］; 但目前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仍未得到足够的关注［7］。

流动人口内部是存在差异的。如根据流出地性质可以将流动人口划分为来自农村( 即通常

意义的农民工) 和来自其他城镇的流动人员。这两类不同地域属性( 代表不同的社会经济地位、

在流入地的各种资本与属性) 的流动人口，既带有来源地人群的政治态度与政治参与方式特点，

也掺杂着流入地社会情境对其政治态度与行为的影响。如政治效能感( 内部效能感) 与权威主

义人格( 国家权威主义人格和家庭权威主义人格) ［9］、社会资本［14］、社会网络［13］、社会信任等各

种影响城镇居民政治参与的因素同样会影响来自城镇的流动人口。

当然，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既有原流出地居民的特点，亦具有因户籍制度的隔离而形成的特

殊性。户籍身份对移民的公共意识有一定的负面影响［1］，尽管流动人口总体上具有相对较高的

政治认知和政治表达［26］，政治态度相对比较积极［27］，参与意识和权利意识在逐渐提高［28］; 但他

们作为一个流动的、分散的社会群体易被排斥在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之外，处于政治参与的边缘

地位［25，29］，政治参与率相对较低［30］，表现出边缘化、目标不明确、政治渴求与政治冷漠同时并

存、信任度不高等特点［31］。而且，他们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不高，真正主动参与政治事务的并不

多，如果自身的利益不受到侵犯，他们宁可采取一种观望的态度［32］。

正是由于其制度化政治参与渠道缺失和不够通畅，如他们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得不到保障，

通过媒介进行参与的渠道受限制，通过信访制度进行参与受到阻碍，政治参与的组织化程度偏低

等因素，使他们更倾向于选择非制度化政治参与方式［25］。非制度化政治参与的方式有集体罢

工，集体上访，集体抗议，自杀性威胁、报复、暴力活动，参加非法组织，参与串联活动等［33］。在群

体性事件参与和面临政府不公对待的态度方面，不同户籍身份人群之间却没有显著的差异［1］。

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之间存在较大差异［34］，但是新生代农民工不仅遭受着与第一

代农民工同样的社会排斥，甚至在某些方面表现得更为严重［30］。

归纳起来，已有研究中影响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因素主要有: 户籍等制度性的排斥限制了

“人的城市化”进程［13，23 － 24，35］; 个人社会资本与社会经济地位［36 － 37］、政治效能感［36，38 － 39］、社会

网络［7］、互联网与传媒［17 － 18］等。但有些因素如经济收入、受教育水平等是否存在影响及如何作

用仍然存在争议，并未取得一致结果。

3． 研究视角与研究述评

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许多研究结果仍未取得一致意见，这既与研究方法、数据相关，更与研

究视角、思路及关注焦点相关。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研究首先需要整体视角，只有将其置于整个

社会政治环境之下，从公民权益公平的角度来考察，才可能较为全面地描述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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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即研究对象的完整性。其次则需要承认流动人口内部的多样性与差异性。只有在整体性

视角下，才能通过比较得到各类流动人口间的差异性，而不是用其中的两类或几类替换所有类

别。再次，应该更关注流动人口群体在相同制度背景条件下，对社会制度与事件的异质性反应。

这与移民群体内部多样性相对应。以往研究总是将流动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不平等问题归因于

户籍制度与城乡社会割裂［40 － 41］，我们并不否认这一点。但在相同的社会制度环境下，流动人口

内部不同群体为什么会有不同的政治参与水平、持有差异的态度、采取不同的应对措施与手段?

尽管研究中无意讨论导致异质性反应的过程，但的确应该关注这种异质性的反应结果。

基于以上研究综述，当前我国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研究存在以下几点不足: ( 1) 研究对象不完

整。已有的研究或是针对流动人口中的中产阶级( 如上海新移民或新白领) ［13，42 － 43］，或者是对

( 新生代) 农民工［30，32 － 33，44 － 48］。但农村的流动人口被排除在外，而城市对象中则通常会以某一

类流动人口代替全部流动人口。研究对象的以偏概全、缺乏整体性和差异性的比较无法真正体

现各类流动人口的状况。( 2) 数据的代表性问题。政治参与研究中所使用的数据或多或少都存

在代表性问题［7，9，12 － 13，24，42］。这种非代表性的样本对于推断总体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尽管

现有多 项 研 究 利 用 了 中 国 综 合 社 会 调 查 ( CGSS ) 这 一 具 有 全 国 代 表 性 的 抽 样 调 查 数

据［1，17 － 18，49］，但其重点都只是讨论其中部分人群。( 3 ) 教育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教育对政治参

与的影响作用并未达成一致意见［1，7，9 － 14］。这既有对教育操作化的不同定义，也有对教育作用

的不同理解。

4． 研究假设的提出

基于上述研究综述与研究目的，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①

假设一: 总体上，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相对低于本地人口。这一假设包括两方面含义: 其一，

由于户籍制度而导致的社会排斥或隔离，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相对低于本地居民。其二，不同类

别的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水平都低于相应类别的本地居民。后者则体现了制度隔离的普遍性。

假设二: 新生代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高于老一代流动人口。延续社会分组原则，本文将

根据不同维度( 如流入地性质、原有的户籍性质和出生年代) ，将流动人口划分成不同类别。出

生年代( 1980 年前后) 的划分体现了代际差异。老一代与新生代流动人口由于社会环境与各种

特征的差异，他们在政治参与上的表现也可能完全不同。

三、数据与方法

1． 数据与变量

本文所用数据为 2010 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 CGSS2010) 数据。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如下:

因变量: 制度性政治参与被定义为投票行为，对应 CGSS2010 问卷中的问题 A44“上次居委

会选举 /村委会选举，您是否参加了投票?”。② 在操作化定义中，将否和没有投票资格这两个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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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为避免事后解释谬误，本文未就教育和流入地不同的流动人口之间的差异作假设。
CGSS2010 问卷中的问题 D16 询问了“近三年，您是否在居( 村) 委会的换届选举中投过票?”这两个问题存在差异( 时

间维度与被访者) 。本文仍然选择 A44 题仅因该题源自政治参与模块中。



项合并成未参与，并生成新的二分变量。

根据研究目标，本文将选用以下自变量: 性别、年龄、受教育水平、户籍属性、是否为流动人

口、在本地居住时长、政治身份、政治素养( 外部效能) 与政治能力( 内部效能) ①等。

根据户籍登记地、现住地与户籍属性，本文将样本区分为非农流动、农业流动、非农户籍和农

业户籍四类，其中以农业户籍本地人口作为参照组。以 1980 年为界，区分老一代与新一代流动

人口，并以老一代流动人口为参照组。在本地居住时间将选用“A25 您是哪一年来本地居住”为

测量变量，以 2010 减去该年份得到。② 政治身份对应问题“A10 您目前的政治面貌”，将党员与

民主党派合并成有政治身份，参照组为群众与共青团员的合并组。

本文将分别用连续型受教育年限和三种不同的分类方法来定义教育。三分类法按初中及以

下、高中和大专及以上划分; 四分类法是在三分类的基础上，将大专及以上再细分为大学和研究

生两类; 五分类法是在四分类的基础上，将初中及以下组再细分为小学和初中。其中，三分类和

四分类的参照组均为初中及以下; 五分类法则以小学为参照组。

其他有关政治素养的变量包括: 政治效能，包括外部效能和内部效能; 政治态度，包括自由主

义政治态度和权威主义政治态度; 信任，包括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③

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本文中有关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请见表 1。表中第一部分为因变量: 制度性政治参与情

况。第二部分为个体特征变量。第三部分是个体的政治素养。描述性分析结果说明: 不论是利

用原始数据，还是经过复杂抽样数据调整以后的比较结果，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都存在着

显著差异。

从因变量看，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率均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从个体特征来看，流动人口的

年龄相对较轻、新生代比例较高、受教育水平和收入相对较高，而且具有政治身份的流动人口也

相对较多。与这些人口特征相对应的，则是其政治素养相对较高，如外部效能和内部效能均高于

非流动人口，流动人口的自由主义政治态度得分也相对高于非流动人口。但流动人口的权威主

义政治态度得分则相对较低，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亦相对较低。上述特征综合说明，流动人口具

有较好的个人背景、较高的政治能力，却具有较低的信任度和政治参与水平这种矛盾现象。这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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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有关政治效能问题，在政治学中已经有了充分的讨论。本文仅将这些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加入模型。
居住时长从本质上讲仅对流动人口有意义，对常住人口则应该是缺失的; 但这个数据的缺失会导致整个模型所能使用

的案例数的减少。为能够尽最大可能利用数据信息，常住人口的居住时长以年龄来代替。而在模型中则利用流动人口与居住

时长的交互项，即可排除常住人口，以反映居住时长的影响作用。
政治效能包括“外部效能”和“内部效能”。其中“外部效能”对应问卷 D21“请问您对下列事项的了解程度如何?”中的

8 个小题: 基本法律知识、公安局的职能、检察院的职能、法院的职能、如何请律师、如何申请法律援助、如何诉讼( 打官司) 、如何

找信访局; 每题选项均为五分类里克特量表，分值越低表示越不了解。“内部效能”对应问卷 D10 的 11 个小题。政治态度包括

“自由主义政治态度”和“权威主义政治态度”。其中“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由 A46、A47 和 A48 三道题目的得分加总形成。“权

威主义政治态度”由问题 D9 中的 6 个小题来测量。信任分为“社会信任”和“政治信任”。其中，“社会信任”表示对于所处社

群的信任程度，对应问题 D2“对于下面几类人，您的信任度怎么样?”的 9 个小题。“政治信任”是指对政治系统及政治环境的

信任，对应问题 D3“您对于下面这些机构的信任程度怎么样?”中的 12 个小题。
上述每个小题均为五分类里克特量表，经调整方向后加总得到各自的总得分。



以往的某些研究结果［1］是一致的。
表 1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全部样本

样本规模 均值 标准差

流动人口

样本规模 均值 标准差

检验结果 1
t /卡方检验

检验结果 2
F 值

制度性政治参与 11 741 0． 460 0． 498 2 882 0． 250 0． 430 26． 385 6 238． 38
是否为流动人口( 1 = 流动) 11 743 0． 247 0． 431 2 897 － － － －
性别( 1 = 男) 11 766 0． 481 0． 500 2 897 0． 460 0． 500 3． 229 3 9． 37
年龄 11 764 47． 28 15． 66 2 896 43． 03 16． 08 17． 028 9 115． 46
户口类型( 1 = 非农户口) 11 766 0． 487 0． 500 2 897 0． 620 0． 490 － 16． 653 9 58． 57
受教育水平( 连续) 11 766 8． 654 4． 506 2 897 10． 17 4． 290 － 21． 287 4 121． 69
政治身份( 1 = 有) 11 753 0． 125 0． 330 2 894 0． 150 0． 360 － 4． 527 2 14． 24
代际( 1 = 新生代) 11 764 0． 163 0． 369 2 896 0． 270 0． 440 － 18． 249 8 116． 29
居住时长 11 764 39． 32 20． 41 2 896 26． 82 21． 98 40． 476 7 351． 98
居住地城乡属性( 1 = 城市) 11 766 0． 613 0． 487 2 897 0． 880 0． 320 － 35． 748 9 311． 55
受教育水平( 分类) 11 766 2 897 508． 854 8
外部效能 11 653 20． 79 7． 614 2 830 22． 64 7． 190 － 14． 916 1 93． 11
内部效能 11 172 29． 63 6． 382 2 741 30． 22 6． 290 － 5． 621 9 20． 07
自由主义政治态度 11 669 8． 687 2． 510 2 869 8． 850 2． 500 － 4． 002 7 6． 11
权威主义政治态度 11 519 16． 13 2． 796 2 821 15． 62 2． 930 11． 244 9 55． 09
社会信任 10 826 31． 81 4． 543 2 723 31． 54 4． 460 3． 515 7 6． 13
政治信任 11 198 45． 23 7． 263 2 738 43． 72 7． 450 12． 655 1 59． 45

说明: 1． 表中未给出非流动人口的案例数及各变量情况，可使用总人口减去流动人口得到。
2． 表中所列的描述性统计使用的是原始数据，未经加权、未调整抽样方法。
3． 检验结果 1 系指利用原始数据检验流动与非流动人口在各变量上的差异所得结果，即除分类的受教育水平利用

卡方检验以外，其余变量直接用 ttest 检验的 t 值。
4． 检验结果 2 使用复杂抽样数据的均值估计( svy: mean) 和与此方法对应的后验方法 Adjusted Wald test。因此，所

给出的结果均为 F 检验的结果。事实上，它相当于 lincom 的 F 检验。
5． 在检验结果中，所有变量均在 0． 01 水平下显著。因此表中不再标注其显著性。
6． 此处分类受教育水平以五分类法给出。各种分类方法只需组合相应分组即可。

四、分析结果

本文的因变量为二分类变量，因此采用复杂抽样设计的估计方法和 logistic 回归方法。为节

约篇幅，本文将直接给出最终模型，①相应结果请见下页表 2。表中，模型( 1) 的教育为连续变量

( 受教育年限) ，而模型( 2) 的教育则为分类变量( 三分类) 。其余设置均相同。两个模型的主要

目的是为讨论教育的不同操作化定义对结果的影响。

1． 流动人口

分析结果中，流动人口的系数为显著的负值。这说明，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在政治参与上

存在着显著差异，且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低于非流动人口。以表 2 中的模型( 1) 为例，流动人

口的系数为 －1． 904 4，即流动人口参与选举的可能性仅为本地人口的14． 89%［= exp( －1． 904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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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分析过程使用了复杂抽样设计的估计方法( STATA 中的 svy) ，因此结果中未给出各模型的 － 2LL 值。但对各模型或系

数的检验可使用比较嵌套模型的方法。



表 2 流动人口投票行为的 logit 模型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是否为流动人口 － 1． 904 4＊＊＊ － 1． 930 6＊＊＊
( 1 = 是) ( 0． 253 4) ( 0． 253 5)

性别 0． 144 5＊＊ 0． 153 0＊＊

( 1 = 男) ( 0． 065 3) ( 0． 067 9)
户口类型 － 0． 599 2＊＊＊ － 0． 471 6＊＊＊

( 1 = 非农) ( 0． 130 9) ( 0． 133 9)
年龄 0． 117 5＊＊＊ 0． 113 8＊＊＊

( 0． 015 4) ( 0． 015 5)
年龄平方 － 0． 001 0＊＊＊ － 0． 001 0＊＊＊

( 0． 000 1) ( 0． 000 1)
受教育水平: 高中 0． 017 3 － 0． 159 4＊＊

( 0． 011 3) ( 0． 067 0)
大专及以上 － 0． 399 5＊＊＊

( 0． 103 2)
是否党员身份 0． 077 3 0． 201 2＊＊

( 1 = 是) ( 0． 080 5) ( 0． 081 9)
城乡属性 － 0． 659 4＊＊＊ － 0． 646 2＊＊＊

( 1 = 城市) ( 0． 124 7) ( 0． 126 2)
外部效能 0． 000 3 0． 004 8

( 0． 005 1) ( 0． 005 4)
内部效能 0． 016 6＊＊＊ 0． 019 2＊＊＊

( 0． 005 2) ( 0． 005 1)
自由主义政治态度 － 0． 035 5＊＊＊ － 0． 034 6＊＊＊

( 0． 012 5) ( 0． 012 4)
权威主义政治态度 － 0． 001 6 － 0． 007 5

( 0． 009 7) ( 0． 009 7)
社会信任 0． 013 1* 0． 014 8*

( 0． 007 6) ( 0． 007 6)
政治信任 0． 014 5＊＊＊ 0． 012 7＊＊

( 0． 005 1) ( 0． 005 1)
与城乡的交互 0． 549 8＊＊＊ 0． 592 1＊＊＊

( 0． 200 1) ( 0． 203 1)
与户口类型的交互 0． 392 8＊＊ 0． 411 2＊＊

( 0． 164 3) ( 0． 167 9)
居住时长 0． 003 8 0． 003 3

( 0． 003 1) ( 0． 003 1)
与居住时长的交互 0． 013 1＊＊＊ 0． 012 5＊＊＊

( 0． 003 7) ( 0． 003 7)
是否为新生代 － 0． 102 3 － 0． 102 7

( 1 = 是) ( 0． 126 8) ( 0． 128 0)
与新生代的交互 0． 175 8 0． 230 0

( 0． 189 1) ( 0． 189 8)
常数 － 4． 021 5＊＊＊ － 3． 758 6＊＊＊

( 0． 524 9) ( 0． 511 2)
样本规模 N 9 986 9 986

说明: ＊＊＊p ＜ 0． 01，＊＊p ＜ 0． 05，* p ＜ 0． 1; 括号内为标准误;
表中虚线以下的交互项均为与流动人口的交互项。

为讨论流动人口内部的差异性，以下将首先考察各种特征与流动人口的交互项，然后以农村本

地户籍人口为参照组，给出各类流动人口与参照组人群的差异。从居住地的城乡属性来看，流入城

市的流动人口，比流入农村的流动人口更容易有政治参与的行为。由模型( 1) 可见，流动人口与城

乡的交互项的系数为 0． 549 8，表示在控制其他变量后，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参与投票的可能性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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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入农村地区的流动人口高 73． 29%。从户籍类型看，流动人口与户口类型的交互项是显著的正

值，这说明流动人口中的非农户籍人口参与投票的可能性是农业户籍人口的 1． 481 1 倍［exp

( 0． 392 8) ］，即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比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更倾向于有制度性政治参与行为。

为能够更好地从整体视角出发，将流动人口及其个体特征与所处的社会环境( 如城乡居住

地) 等相联系进行深入讨论，表 3 给出了以农村地区、农业户籍的本地人口为参照组，计算得到

各类人口相对的政治参与水平。

表中数据表明，流动人口一列的系数均为负值，且其绝对值均大于相应各行非流动人口一列

的数值。这说明流动人口不论是在城市还是农村，其政治参与率均显著低于非流动人口。从某

种意义上说明户籍制度的隔离作用对于各种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都是显著存在的，即制度隔离

的普遍性。
表 3 以农村、农业户籍的本地人口为参照组的各类人口政治参与可能性比较

非流动 流动 差异
农村 农业户籍 0 － 1． 904 4＊＊＊ － 1． 904 4＊＊＊

非农业户籍 － 0． 599 2＊＊＊ － 2． 110 8＊＊＊ － 1． 511 6＊＊＊

城市 农业户籍 － 0． 659 4＊＊＊ － 2． 014 0＊＊＊ － 1． 354 6＊＊＊

非农业户籍 － 1． 258 6＊＊＊ － 2． 220 4＊＊＊ － 0． 961 8＊＊＊

说明: 表中的数据系根据表 2 模型( 1) 计算得到。另外，表中数据系控制其他变量( 均取零值) 后的结果; 且忽略常数项，

以方便计算。*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其次，从流入地来看，流入农村的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水平( 相当于农业与非农业户籍的两类

流动人口 的 系 数 之 和 ) 只 相 当 于 农 村 本 地 人 口 的 3． 28% { = exp［－ 1． 904 4 － 2． 110 8 －

( － 0． 599 2) ］} ; 而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水平是城市本地人口的 9． 86%。不论是流入

何种地域，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均低于本地人口; 但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政治参与水平相对

高于流入农村的流动人口。

再次，从户籍来看，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在制度性政治参与水平上的差异可以

看成农村与城市之和( － 3． 259) ，即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仅相当于农业户籍人口

的 3． 84%。而非农业户籍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仅相当于非农户籍本地人口的 8． 43%。这

不仅再次说明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率低于本地人口; 而且不同户籍的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

存在显著差异，体现了流动人口内部的差异性。相对而言，非农户籍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相

对高于农业户籍流动人口。或者说，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在政治参与上明显处于弱势。

第四，将每一行中流动与非流动人口数据相减后可见，流动与非流动人口之间差异值最大的

是农村地区的农业户籍人口，其次是农村地区的非农业户籍人口，最小的是流入城市的非农业户

籍人口。即便如此，城市中非农户籍流动人口也仅仅是城市非农户籍人口的 38． 22%［= exp

( － 0． 961 8) ］。这一结果不仅说明，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都相对较低，但最低的是流入农

村地区的农业户籍流动人口。而流入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 等价于城市中的农民工) 的政治参

与水平并不是最低的。

最后，与作为参照组的农村地区、农业户籍的本地人口相比，所有其他类别的人口在政治参

与水平上均低于参照组，这一点说明，我国的村民自治与村民委员会的直选自从 1982 年修订《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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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以来，至少在促进村民政治参与方面，效果还是比较显著的。

上述分析表明，制度对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隔离作用是普遍存在的，且这种隔离作用对不同

的流动人口群体存在差异性。

2． 代际差异

本文使用表示代际的虚拟变量及其与流动人口的交互项来考察。不论是代际变量，还是流

动人口与代际变量的交互项，它们在模型中都呈现出不显著的结果( 见表 2) 。这说明，新生代流

动人口政治参与的情况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并没有显著差异。尽管他们的受教育水平等背景不

同、政治诉求等不同［33，46］，事实存在的制度隔离使新生代流动人口仍然延续着老一代流动人口

的艰辛历程。

3． 受教育水平

受教育年限在表 2 的模型( 1) 中不显著，说明教育对于政治参与并没有显著作用，似乎否定

了郑磊和朱志勇［11］的研究结果。① 但如果将教育变量定义为受教育水平这种分类变量时，结果

则完全不同。而且，不同操作化定义( 分组) 下的结果也完全不同。为此，本文在保持表 2 模型

( 1) 中其余变量不变的基础上，将受教育年限替换为不同分组形式的受教育水平，以深入考察教

育对政治参与的作用。有关结果请见表 4。
表 4 不同分组下教育的作用

受教育水平类别数 组别 投票
连续变量 受教育年限 0． 017 3

( 0． 011 3)
三分类 高中 － 0． 159 4＊＊

( 0． 067 0)
大专及以上 － 0． 399 5＊＊＊

( 0． 103 2)
四分类 高中 － 0． 160 7＊＊

( 0． 067 0)
大学 － 0． 385 5＊＊＊

( 0． 104 2)
研究生 － 0． 832 7＊＊＊

( 0． 316 4)
五分类 初中 0． 286 7＊＊＊

( 0． 082 1)
高中 0． 031 1

( 0． 097 0)
大学 － 0． 152 7

( 0． 124 3)
研究生 － 0． 572 9*

( 0． 327 4)

说明: * p ＜ 0． 05，＊＊p ＜ 0． 01，＊＊＊p ＜ 0． 001; 括号内为标准误。

首先考察三分类的受教育水平( 参照组为初中及以下) 。结果表明，其余两类( 高中和大专

及以上) 与参照组间存在显著差异，且方向均为负向。即高中和大专及以上的人参与投票的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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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当然，结果的差异既可能是教育的操作化定义引起的，也可能是所使用数据和其他变量定义的不同引起的。郑磊和朱

志勇的研究使用了 CGSS2006 年的数据，其因变量的操作化定义“仅仅局限在地方人大代表选举以及与之相关的投票等活动”，

这与本文定义略有不同。



能性比参照组分别低 15%［= 1 － exp( － 0． 159 4) ］和 33% 左右; 且高中与大专及以上这两组人

之间存在显著差异( F = 6． 32，sig． = 0． 013 2) 。

再将受教育水平分为四类。结果表明，高中、大学、研究生这三类与参照类( 初中及以下) 均

存在显著差异，方向亦为负向，即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参与投票的可能性越低。而且，高中与大学

和研究生之间同样存在着显著差异( F 值分别为 5． 39 和 4． 61) ，但大学和研究生之间尽管在系

数上看似有很大差异，但却不显著( F = 2． 03，sig． = 0． 156 7) 。

从五分类的角度来看，方向和显著性都发生了变化。初中组参与投票的可能性比参照组

( 小学及以下) 显著地高出 33% ; 研究生参与投票的可能性却比参照组显著地低了 43． 6% ; 而高

中和大学两组人与参照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但方向不同: 高中组高于参照组，而大学组则

低于参照组。这是所有组别与参照组的比较。如果再比较非参照组之间的各组，则仅有初中组

与其他各组之间存在显著差异，但高中、大学和研究生这三组之间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尽管在方

向上，高中组高于参照组，大学和研究生则低于参照组。

综上所述，可以发现教育对于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呈现出非线性的阶段性特征，而不是线性

的。如果以线性关系来代替，则可能无法展现教育的真实作用。图 1 展现了教育的作用模式。

图 1 不同分类下教育对制度性政治参与发生比率的影响作用示意图

其中，灰色虚直线表示教育的线性作用: 受教育年限每增加一年，制度性政治参与的发生比

会增加 1． 7%左右。这一作用对不同类别受教育水平的人群都是相同的，即如果多接受一年教

育，对于接受过小学教育的人和接受过研究生教育的人其作用是完全相同的。但从非线性角度

来看，如果以小学受教育水平的人为参照组，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其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会有所提

高，而高中和小学之间没有太大的差异，大学和研究生则会显著低于小学组。进一步区分研究生

和大学教育，研究生的政治参与水平更低。由此可见，对不同受教育水平人的影响作用是不同

的。当然，上述分类变量的作用，事实上是忽略了组内差异而仅考虑组间差异。更有可能的情况

是，对于初中受教育水平的人群，教育的作用不一定是平行于 X 轴的直线，而可能是稍微向上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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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的; 而对于大学及以上的人群，则可能是向下倾斜。因此，教育的作用可能是非线性的、阶段式

的，且各段的起始点与斜率可能有差异。

除此以外，还需要回答教育对政治参与的作用，在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口之间是否相同? 为

此，将受教育水平( 连续与分类) 与流动人口的交互项加入模型中予以检验。结果表明，不论是

受教育年限，还是分类的受教育水平，它们与流动人口的交互项均不显著。这表明，教育对政治

参与的作用在流动与非流动人口之间是相同的。即教育的非线性、阶段式的作用体现为全民特

征，而不是流动人口或非流动人口所特有的影响机制。

4． 其他因素

流动人口的居住时长对其政治参与具有正向的显著影响。流动人口居住时长每增加一年，

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可能性会提高 1． 31% ; 即流动人口居住时间越长，他们更倾向于有政治参

与的行为。事实上，居住时长在直线融合理论及修订的曲线融合理论［50 － 53］中都被认为是移民社

会融合的重要指标之一; 且随着居住时间的延长，移民的社会融合状况也就越好。而政治参与作

为社会融合的最终目标，亦必然会受到居住时长的影响。本文结果从某种意义上验证了这种曲

线融合理论在中国的适用性。

知识、态度和信任这三种因素在政治参与中都呈现出显著的影响作用。表示知识的内部效

能、表示态度的自由主义政治态度和社会信任与政治信任这四个因素具有显著的影响作用; 但外

部效能和权威主义政治态度则均不显著。其中，内部效能越高、政治信任越强，制度性政治参与

的可能性越大; 相反，越是持有自由主义政治态度的，政治参与的可能性越小。这些结果与以往

的研究结果相同［9］。但我们需要注意这种政治素养对政治参与不同维度( 如非制度性参与) 的

不同作用问题。

年龄与性别所表现的结果与以往的研究完全相同［12，54 － 55］，即男性的政治参与水平高于女

性; 年龄呈现出倒 U 型曲线的特征。另外，政治身份在使用受教育年限模型中并不显著; 但在受

教育水平分类变量模型中呈现显著的正向作用: 具有党员身份的人参与投票的可能性比非党员

高 22%左右，且政治身份与流动人口的交互项并不显著，说明政治身份在流动人口与非流动人

口中对于政治参与的作用是相同的，并不存在显著差异。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利用 CGSS2010 数据，基于整体性、差异性与异质性视角，通过对比分析各类流动人口

与非流动人口在政治参与上的差异，讨论户籍制度对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隔离作用; 并着重讨论

了教育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上述分析结果可以得到以下结论: 1． 各类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

水平均低于相应类别的非流动人口;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户籍制度隔离作用的普遍性。2． 户籍

制度对不同类型的流动人口的隔离作用存在着差异性。农业户籍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低于非农

业户籍人口，特别是流入农村、具有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是最低的，也是最值得

关注的。相对而言，流入城市的农业户籍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尽管低于非农户籍人口，但却并不

是最差的。即对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关注焦点需要重新审视。3． 新生代与老一代流动人口在政

治参与上并未表现出显著的差异，两代流动人口都面临着同样的社会隔离境况。4． 教育对于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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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参与存在着显著的负向作用，但这种作用是非线性、阶段式的，且不同的分类方式会影响到分

析结果。其中前三点结论回应了前文中的假设。

政治参与水平既是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指标，也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重要标志、更是社

会进步与开放的重要指标。只有公民的利益诉求能够通过合理合法的制度性政治参与得以解决

时，非制度性的政治参与才有可能有所减少。如果以农村地区的农业户籍人口为参照组，各类人

口的政治参与水平均低于参照组的水平，更何况参照组的政治参与水平本身就很低( 仅 32． 41%

的人有制度性参与) 。这本身就说明，即便已经在农村地区开展了多年的村民自治，在农村地区

以投票为指标的制度性政治参与水平尚有很大的提高空间。而从流动人口的角度来看，流入农

村且具有农业户籍的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相对来说是最低的。他们可能不仅受到各种能力的限

制，还受到各种社会制度、特别是户籍制度的隔离，更受到与“村籍”相联的农村土地制度［56］等

限制门槛的影响。因此，一方面，如何促进、提高全体公民的政治参与水平，保障其政治权益，这

是整个社会应关注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保障流动人口权益、实现社会服务均等化的目标之下，关

注弱势中的更弱势群体( 相对而言，城市中的农民工并不是最弱势的群体) ，则是更为重要的社

会目标。

尽管流动人口内部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 如新白领与农民工) ，但他们却有一个重要的共同

点，即他们都是跨区域的人户分离人口，户籍制度的隔离作用都是同样的存在。实证结果也表明

了户籍制度隔离作用的普遍性。但普遍性之下仍然存在差异: 在相同的制度背景下，各类流动人

口在政治参与上表现出完全不同的水平。这说明，制度因素并不是影响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唯

一因素。尽管表面上是户籍制度的作用，但真正起作用的是它所附带的各类福利制度( 如选举

制度、就业制度和农村地区的村籍等) 。作为人口居住地登记制度的户籍制度只是福利制度的

外化。如果割断户籍制度与其他福利制度之间的关联，户籍制度的作用必然会有所减弱。因此，

在承认户籍制度隔离作用的同时，不能简单地把流动人口较低的政治参与水平的原因完全归结

为户籍制度问题。

同样，也应该注意到，除制度以外，其他因素在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的相同作用。

本文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流动人口与众多其他因素之间的交互项，以检验各种因素的作

用在流动与非流动人口之间的差异性。结果表明，教育和各种政治因素( 如内 /外部效能、政治

信任等) 等对政治参与的作用，在流动人口与本地户籍人口之间并不存在差异。因此，流动人口

的政治参与问题应该被放到全民政治参与问题中来看，而不是仅仅讨论流动人口或其中某一群

体的政治参与问题。这也正是整体性研究视角的体现之一。

研究揭示并肯定了教育在政治参与中的非线性、阶段性的作用，可以作为对教育与政治参与

之间关系的肯定与概括。同时这一结果具有扩展性的借鉴意义。从研究方法来看，变量的操作

化定义与模型设定( Model specification) 是定量研究中的两个基础: 不同的操作化定义体现了测

量与不同的理论背景及研究意义，同样会通过模型设定影响到最终结果及其解释。作者认为，在

论及教育的作用时，研究过程最好比较不同操作化定义之下各种结果的差异，以更好地体现对于

教育的作用，而不是直接使用某一种操作化定义方式来直接予以肯定或否定。更重要的是，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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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变量的操作化定义在根本上都应服从于研究目标。

尽管本文采用定量研究方法讨论了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问题，但分析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

多值得商榷的地方。首先，本文的初衷是讨论政治参与，但政治能力与态度对政治参与的直接作

用、间接作用及中介作用等问题同样重要。如流动人口的各种选择性，可能会使流动人口的政治

能力和政治态度等与非流动人口存在差异，进而影响到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水平。但在研究过

程中发现，当前对流动人口的政治参与情况尚缺乏一个较全面、客观的描述和比较性研究，因此，

本文仅将研究目标限定于各类人口在政治参与上差异性的比较研究，而忽略了作用机制问题。

这既是本文的不足之一，也是今后的研究方向之一。其次，本文揭示了教育的非线性、阶段性作

用，在某种程度上不仅验证了郑磊和朱志勇［11］的研究结果，而且还从另一方面说明教育对不同

人群的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可能是不同的，当然作者同意他们提出的教育的内生性问题及其解

决方法。特别是流动人口在教育等社会特征上的选择性可能会影响到最终的比较结果。因此，

教育、教育的选择性与政治参与之间的因果关系仍需要进一步的讨论与研究。归结起来，影响政

治参与的各种因素之间的内部因果关系尚需要进一步讨论。除此以外，流动人口政治参与的历

史演变图景、流入地的社会接纳程度与开放程度和流动人口的选择性对其政治参与的影响作用

等都尚待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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